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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谈判，指两方或多方就利益不同而进行的协商，是解决选择冲突最常见的方式之一。认知、动机
及情感因素，影响谈判者的信息处理与判断推理过程。谈判中它们既可能导致决策偏差，也可能促进决策

质量。长期以来着眼于认知过程的谈判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占主流地位。近年，动机与情感因素对谈判行

为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社会认知的冷（cold：认知）、热（hot：动机、情感）两个角度，系统解
析相关研究近年来的进展与成果，可以为揭示认知、动机、情感间的互动如何影响谈判行为打下基础。 
关键词  谈判，认知，动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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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都是有

限的，社会各领域都可能出现选择冲突。谈判，则

是解决冲突最常见的方式之一。谈判，指两方或多

方就利益不同而进行的协商，其目的在于调解就某

备选项集合选择时各方间的选择冲突[1]。然而，正

如屡屡陷入僵局的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所显示的

那样，谈判，常常达不到最理想效果甚至根本完成

不了调解冲突的任务。其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没

能克服因认知、动机、情感因素的负面影响形成的

心理障碍。  
过去 20 年，大部分关于谈判的社会心理学研

究，以行为决策理论为基础，聚焦于认知因素与过

程的负面影响，用认知缺陷和推理错误来解释谈判

过程中的各种现象[2]。而谈判，不仅涉及认知过程，

它还是一种混合动机互动，因为谈判者在让步以达

成协约的同时，还要为己方争取更有利的交易[3]。

近 10 年，动机与认知间的互动被纳入社会认知的
研究视野，动机以及动机的前提条件与副产品——

情感对谈判行为的影响，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

视。而且，认知、动机、情感因素于谈判的积极作

用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所以，本文从冷（cold：
认知）、热（hot：动机、情感）两个角度，系统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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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相关研究近年来的进展与成果。虽然谈判对社会

各层面的结果，国际关系、贸易活动、婚姻满意度、

儿童成长、团队表现、组织运行、社团及环境的发

展等等都有巨大影响，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关

注经济行为相关的谈判，而且不涉及谈判中的文化

差异问题。 

1 认知因素的影响 

探讨认知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描述作为决策

者的谈判者如何系统地偏离最佳（理性）决策。因

为，谈判情境一般都相当复杂，人们要处理并管理

大量繁杂的信息。尽管人们希望进行理性行为但达

到理性的能力有限[4]。由于注意力、贮存信息以及

从记忆中提取信息能力的限制，人们在谈判中会借

助认知捷径（cognitive heuristics），以及既存的知识
结构——图式（schema）等简化策略来提高信息处
理与判断决策的速度与效率。这些抄近路式的认知

策略，一般容易导致判断偏差，但有时也会促进判

断。 
1.1 认知捷径 

谈判中，可能被采用的认知捷径很多，其中代

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可提取性（accessibility）、
锚定与调整（anchor and adjustment）等策略受到了
较多的关注。 
1.1.1 代表性与可提取性 

代表性捷径策略指，根据事物与某典型事物的

相似程度对该事物进行归类、判断[5]。但有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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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似之处并不是事物的本质特征，这时就会出

现判断偏差。谈判者容易过分依赖历史性或经历性

的相似事件进行判断，容易认为目前的谈判与自己

或他人的以往经历有惊人的相似，尽管实际上并不

相似[6]。可提取性捷径是指决策者把信息回忆的容

易程度作为判断事情发生的频度与可能性的线索
[7]。可提取性会使谈判者过分依赖高显著性（salient）
信息导致判断偏差。由于前次谈判的相关信息可提

取性高、容易被利用，所以前一次谈判中的表现、

得到的结果（成功或失败）会对谈判者在后一次谈

判中的表现及谈判结果产生直接影响[8]。 
1.1.2 锚定与调整捷径 

锚定与调整捷径指，以一个任意选定的数值或

其他刺激为起始点，并参照该起始点进行上下调整

以形成判断[5]。它的问题在于人们有时会受到起始

值的武断影响，调整不充分。研究发现，谈判中最

初报价（first offer）是预测最终价格的有力指标，
而且首先报价方容易得到更好的结果[9]。 
1.2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框架效应，指考虑一个决策所带来的利益还是

损失，对决策的影响不同[9]，因为不同的框架会改

变最好或最坏可能结果之间的差异[11,12]。它对谈判

者的认知、行为与谈判结果有重要影响。因厌恶损

失，人们眼中的损失比获利更重大[13]。损失框架下，

人们更容易感到不公平[14]，因而在谈判中更难让

步，表现出更多的竞争行为，形成更少的整合性

（integrative）协议[15]。然而，损失框架在一定条件

下也可能起积极作用。Bottom发现，损失框架下的
谈判者更合作、更容易形成整合性协议。但是，这

种倾向却会使观察者与斡旋者对谈判产生认知偏

差，认为损失框架下让步的谈判者比获利框架下的

谈判者更合作，尽管两条件下的让步是等价的[16]。 
Carnevale 与 Pruitt 认为决策框架可能是一把

‘双刃剑’，动机会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当谈判者

对对方的关注水准低（自我关注高）时，损失框架

会导致让步困难，妨碍协议的达成；当对对方的关

注高时，损失框架对达成整合性协议有促进作用
[17]。 
1.3 图式 

图式会影响人们在谈判中的信息处理、行为以

及谈判结果。 
1.3.1 刻板印象 

为提高预测他人行为的效率，人们容易依赖关

于人的图式——刻板印象判断，这会导致对人认知

的偏差。利益冲突情况下，人们依赖刻板印象信息

预测对手的竞争倾向，并以此为据决定自己的应对

措施。人们倾向于将商学专业的对手的模糊行为解

释成与刻板印象一致的竞争行为，预测他们更容易

竞争，人们自身也因此更容易选择竞争[18]。 
谈判者有时对自己也会进行刻板印象式的认

知[19]，这种认知同样会影响谈判行为与结果。当自

己性别的正性（positive）刻板印象被激活，谈判者
会进行刻板印象一致的行为；当负性（negative）刻
板印象被激活，谈判者会进行刻板印象相反的行

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否符合谈判情境的需要。特定

情况下，刻板印象可能会对谈判起促进作用。当得

知，女性的刻板印象行为（如：明白地表达想法、

有很好的倾听技巧、理解对方的感觉等）可以提高

谈判效率，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谈判者，都更容易进

行相应的行为，并表现得更合作，谈判的整合性利

润也更高[20]。 
1.3.2 关于谈判的脚本（Negotiation scripts） 
对在某情境下自己会经历的步骤的假设，被叫

做‘脚本’[21]，是一种关于‘事件’的图式（event 
schema）。谈判行为常为高度模式化的脚本所指引，
脚本中常包括对公平、适当行为的预期式假设。谈

判新手一般都有关于成功谈判的脚本，但其中大部

分信念（如利益互不相容、竞争等）都会导致不良

结果[22]。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者，脚本不同，这种

不同容易引起沮丧与焦躁[23]。 
1.4 归因 

谈判者对对方行为的归因是决定其自身反应

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研究发现，谈判者是否让步，

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谈判者的经济背景而不是性格

特征，但谈判中人们常意识不到或不能充分意识到

这一点，将对方的不让步归因于对方的竞争性格。

人们还容易忽略谈判情境的限制，过高估计对方性

格的焦虑程度与不诚实程度[24,25]。Morris及其同仁
总结性地发现，虽然谈判行为极大程度上决定于谈

判立场，但谈判者首先会用对方的合作性及是否易

于相处等性格特征来解释对方行为。而这种归因错

误产生的原因在于：（1）情境因素对谈判行为的首
要决定作用；（2）归因时人格特征的首要决定作用；
（3）缺乏足够的、可以用来折扣性格归因的情境
信息；（4）人格归因的自我确认式（self-confirming）
行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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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因素外，谈判中个体的需要与希望，也会

对谈判者的注意、符号化、回忆以及判断决策过程

产生引导性影响。 

2 动机的影响 

谈判，从博弈论的角度，被认为是谈判各方同

时经历既要彼此竞争又要彼此合作的一种混合动

机互动[3]。然而，影响谈判的动机却远远不止这两

个。 
2.1 幼稚的现实主义（Naïve realism） 

Ross与Ward认为，一部分动机偏差可能起因
于幼稚的现实主义，即个体假定自己所看到的是世

界的本来面目，其他理性的知觉者也会知觉到同样

的东西。自己与他人间的知觉差异是由于他人有不

同的信息，努力不够，或受意识形态及个人利益的

蒙蔽。幼稚现实主义的影响表现在干扰建设性的冲

突管理以及整合性谈判的一些偏差上[27]。 
2.1.1 定量馅饼的假设（Fixed-Pie Assumption） 
幼稚现实主义的这种广为人知的表现是指，当

谈判一方缺乏关于另一方的偏好、优先利益等信息

时（实际情况常常如此），会做一个定量馅饼假设

——‘你获利就意味着我损失’，己他利益完全对

立，谈判结果非输即赢，且认定对方也有相同的假

设[28]。定量馅饼式假设会使谈判者致力于利益分配

的讨价还价，忽视信息互换，达成较少的整合性协

议[29]，尽管一般的谈判情境都包含潜在的调和可

能。 
复数议题（multiple-issue）谈判中，与定量馅

饼假设的人相比，认为对方的优先议题与己方不同

的谈判者能争取到更多的共同利益。虽然大多数人

以定量馅饼式知觉开始谈判，但随谈判的进行，人

们判断对方兴趣、利益的准确程度会有所提高，这

种提高会带来更多的单方及双方利益[30]。 
2.1.2 反射性贬值（reactive devaluation） 
反射性贬值指，贬低某一让步或提案的价值只

因让步与提案是对方提出的。因为人们会认为这些

条款如不能给对方带来更大利益，是不会被提出来

的[27]。该偏差，虽只在政治谈判相关的研究中得到

证实[31]，但也可能出现在经济利益相关的谈判中，

尤其在谈判陷入僵持状态，或双方互有敌意的情况

下，一方的让步更容易在另一方眼里出现反射性贬

值。 
 

2.2 自我保护（Ego defensiveness） 
另一些偏离于客观而又较为普遍的判断倾向，

多起源于人类想发展、维持正面的自我概念（self- 
concept）的愿望。这种自我保护动机会使自我评价
出现正性偏差[32]。因自我保护动机而产生的偏差

中，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对自己及自己应得利益的自

我服务式评价和过分自信。 
2.2.1 自我服务式评价（Self-serving evaluation） 
谈 判 中 容 易 出 现 “ 自 我 中 心 主 义 ”

（Egocentrism）——判断时过分看重对自己有利的
看法与事实，认为自己比对方更公平、更道德、更

诚实。谈判者，会将有关自己及对方立场的中性信

息，解释成自己值得得到更多利益，从而使谈判更

难达成协议[32]。他们还会更多回忆起自己的建设性

策略和对方的破坏性策略。这种自我服务式的回

忆，会阻碍整合性的谈判行为，使谈判者感到更多

的沮丧与苦恼，增加未来冲突的可能性[33]。 
2.2.2 过分自信 

谈判者对自己成功的可能性的信念也会导致

判断偏差。他们有时相信对手会有更大的让步，虽

然实际上对手的让步并没有也不会有那么大。当谈

判没达成协议时，谈判者容易对自己在第 3者调停
中的表现进行过分乐观的预测，这种预测不仅会干

扰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而且会干扰调停者的努力，

甚至会导致固执于高成本仲裁，而不进行建设性谈

判的现象[34]。对斗争技巧过分自信的谈判者容易使

用威胁策略而不是谈判。过分自信甚至会使谈判者

放弃为解决冲突而努力，相信“时间会站在自己一

边，彻底的、单方的胜利就在眼前”[35]。 
2.3 社会动机与认知动机 

2.3.1 社会动机（social motivation） 
社会动机，指个人在自己与对手间进行结果分

配时的偏好，一般包括利他、竞争、个人主义、合

作动机[36]。很多有关谈判、冲突、社会困境的研究

采用更普遍的二分法——利己与亲社会动机[37]。社

会动机，可能植根于个人间差异，但也可以因强化

措施（如：指令、报酬等）或社会关系（如：对未

来互动的预期、强调群体成员的身份等）而被激发。

它会影响谈判者的信念、态度、认知、策略选择及

谈判的结果。 
利己的谈判者，容易将谈判看成是以权势与个

人胜利为关键的竞争游戏，形成不信任、敌意态度、

负面的对人认知，使用说服性的论争、威胁、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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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的权势来达到目的[38]。亲社会的谈判者，试

图进行公平分配使己他利益最大化，容易将谈判看

成以公平、和谐、共同利益为关键的协作游戏，形

成信任、正面的态度与知觉、进行建设性的信息交

换、倾听、努力理解彼此的立场，他们更容易发现

交易及形成整合性协议的潜在可能，定量馅饼式知

觉越少[39]。 
社会动机还会影响回忆以及信息搜索等过程

并使其出现与动机一致的偏误。亲社会的谈判者容

易回想起更多的与合作相关的认知捷径，利己的谈

判者容易回想起更多的与竞争相关的认知捷径[40]。

推测倾向不明显的对手的性格时，利己的谈判者容

易问竞争倾向相关的问题，亲社会的谈判者容易问

合作倾向相关的问题[41]。 
2.3.2 认知动机（Epistemic Motivation） 

认知动机指，发展并获得关于周围世界的准

确、全面结论的愿望。认知动机强烈时，人们会进

行细致的信息搜索、系统的信息处理、慎重的判断

决策[42]。注意到与对方的首先报价含义不一致的信

息，会激发认知动机，对对方的可能的选择、保留

价格或自己的目标进行认真考虑，从而削弱最初报

价的效果[13]。 
认知动机存在个体间的差异，但情境因素同样

也可以影响认知动机的强弱。负有说明责任指，个

体预期自己的判断决策会被他人观察或评价，但他

人的看法未知的状态[43]。有说明责任的谈判者，定

量馅饼式认知更少，达成的整合性协议更多。而且，

在信息交换自始至终持续的情况下，会修正自己的

定量馅饼式认知[39]。另外，互动中的相对弱势也会

强化认知动机。弱势谈判者更少进行确认式信息搜

索，谈判中会提出更多的诊断性问题[44]。 
2.3.3 关于冲突与谈判的动机诱导型信息处理模

型（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of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De Dreu与Carnevale提出了关于冲突与谈判的
动机诱导型信息处理模型[1]。他们认为植根于个体

差异的社会与认知动机在决定谈判是否会有建设

性、是否会形成整合性协议上起关键作用。与拒绝

简单让步相互作用的亲社会动机，会促进解决问题

的积极态度，从而促进谈判者间的信息交换。高水

准的信息交换会抑制自我保护与幼稚现实主义的

不利影响。而认知动机会促进细致、系统的信息处

理，从而减轻认知局限性与幼稚现实主义的影响。 

2.4 其他动机 

2.4.1 印象动机 

谈判中，印象动机——给包括对手在内的他人

留下并维持某种特定印象的愿望，可能会高涨[45]。

在冲突与谈判中，人们有时确实致力于传达一种厉

害强硬的印象，因为自己的弱点容易成为对手攻击

或压榨的突破口。不仅竞争时如此，负有说明责任

时，为给委托人留下好印象或便于说明自己很努

力，谈判者更容易在谈判中表现出更多竞争行为
[46]。 
2.4.2 焦点调节（Regulatory Focus） 
焦点调节理论认为自我调节（self-regulate）的

过程会因“提升调节关注”（promotion regulatory 
focus：关注达成正面结果、理想）与“防止调节关
注”（prevention regulatory focus：关注回避负面结
果）而不同[47]。提升关注的谈判者，容易在第一轮

报价中提出更极端的、己方有利的价格，在分配型

谈判中获利更多。他们还会对对手的价格会予以更

多的注意，创造更多使双方获益的资源，提高双赢

的可能[48]。 

3 情感 

相关研究表明，情绪的变化，即使微小也会影

响谈判计划的制定、谈判中的表现和谈判结果。与

中性与负性（悲伤）情绪的谈判者相比，正性情绪

的谈判者，容易设定更高的目标，对未来谈判形成

更有抱负的预期，制定更具合作性、可能带来整合

性效益的行动计划。而且，在实际谈判中表现得更

合作，更愿意达成协议，更愿意回报对方的让步，

取得更成功的谈判结果[49]。负性情绪，会减少整合

性利益，增加对最终报价的拒绝[50]，增加竞争策略

的使用[49]。因为，负性情绪会选择性地引发消极想

法及相关的消极联合，而正性情绪会引发积极想法

及相关的积极联合[51]。但负性情绪（悲伤）可以促

进谈判者的认知动机，不过因对方的愤怒信息而产

生的恐惧会降低认知动机，使让步变得容易[52]。 
然而，当谈判者带着更确定的目标、动机进入

谈判时，情绪对谈判策略的影响会减弱，因为这时

目标会代替情感引导谈判者的信息处理与谈判行

为[49]。 

4 今后研究的方向 

从上述介绍中不难看出，谈判的理性背景对谈

判相关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影响十分强大，对谈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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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过程的探讨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然而这些探讨

对动机的引导作用与情感的影响考虑不够。在实际

谈判中，认知、动机与情感因素相互作用，影响谈

判行为及结果。动机，可以激发、引导或结束认知

活动，还可能带来情感反应（如：强烈的竞争动机，

会使谈判者容易去搜索对方的竞争相关信息，并对

对方产生敌意）。而认知活动，也可以激发动机并

促成情感反应（如：知觉到信息与既有信念不一致，

会强化谈判者的认知动机。复杂的信息处理会使谈

判者产生负面情绪）。作为社会冲突的刺激物与副

产品的情感，则既可能激发相应的动机，也可能影

响认知活动（如：悲伤会激发谈判者的认知动机并

促进系统的信息处理）。De Dreu与 Carnevale的社
会与认知动机模型，虽为认知与动机的融合做了初

步的努力，不过它过分强调了社会动机的个人差

异，没能给情景因素以更多重视。从而，没能解释

在谈判这样的混合动机（竞争-合作）互动中，何时
亲社会动机占上风，何时利己动机占上风这一关键

问题。 
谈判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有关认知与动机影响

的探讨长期以来独立发展，情感对谈判行为的影响

近年才受到关注。因此，为了更好地解释、预测谈

判行为，今后的研究，需要开发一个将动机、认知、

情感及其他内隐过程的发现统筹在一起的信息处

理模型。 
另外，即使是经济利益相关的谈判，它所带来

的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侧面的，还有社会心理侧面

的。Curhan等学者最近发现[53]，与谈判的经济结果

相比，谈判的主观价值变量（包括对谈判相关的工

具性结果、自我、谈判过程及人际关系的感觉），

在预测未来的谈判决策时准确程度更高。也就是

说，谈判者的决策所遵循的有可能不是最佳经济利

益原则。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之所以做出某一决定，

常常是由于相信它会比其他决定让自己更满意、更

幸福，但最佳经济利益并不是满意与幸福的充分条

件。那么，经济利益相关的谈判中，谈判者的决策

是遵循最佳利益原则还是最满意结果原则，或者何

时遵循最佳利益原则，何时遵循最满意结果原则，

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领域间来看，由于对社会各层面结果的重要

影响，谈判，不仅受到社会心理及其他众多领域研

究者的重视，更是经济学者、组织行为学者与政治

学者关心的基础焦点。遗憾的是，各领域的研究相

对独立，虽然经济学家的有限理性说[5]曾给认知视

角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极大影响，而心理学的实验

研究也为经济心理学者所接受。但进一步揭示谈判

者的心理过程、克服心理障碍，需要各领域研究成

果更广泛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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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gotiation -- a discussion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about differences of interest, is one of main 
procedures for dealing with opposing preferences and conflict. Cognitive, motivational and affective factors 
influenc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udgment and inference of negotiators. These factors may both bias or 
improve decision making in negotiation. The cognition perspective dominated within negotiation research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last two decades although a growing number of social psychologists argued that “human 
behavior is better understood when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are considered together”. As a basic step to furth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lay of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in negotiation, this paper presented an overview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of cognition and motivation (including affect) perspective on negotiation behavior.  
Key words: negotiation, cognition, motivation, affect.  
 


